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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不同需求层次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时
空演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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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确认识不同需求水平下人均隐含碳排放量的变化，对实现低碳经济及低碳生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居民消费需

求层次建立不同需求层次与隐含碳排放的对应关系，将人均隐含碳排放分解为生存型、发展型、奢侈型三类，并运用投入产出法

进行核算，在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甄别。 结果

显示，在全国层面，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均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上，北部地区始终是各

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主要空间载体，其中多数省分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上升势头较强，发展型和奢侈型的高值区在省

份数量上分别呈现先减后增与逐渐增加的变化趋势；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具有

较强的“马太效应”；空间面板模型结果显示技术减排是降低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重要举措，而人口规模在各需求

层次上的负向减排作用远小于正向的人口结构效应，宏观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增排效应，而居民消费因素的作用通道存在差

异。 此外，部分因素在各需求层次上存在显著空间外溢效应，应重视区域间的横向联动减排效应，做好隐含碳减排的统筹协调

工作。
关键词：人均隐含碳排放；需求层次；空间面板模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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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是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措施，而生活质量的改善使居民碳排放成为新的增长点，对体现生活

质量的分需求层次居民碳排放的研究不仅能反映出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也能反映其对有限排放空间的占有

程度，因此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如潘家华等［１］区分析了生存水平和体面生活水平的基本需要，对两种基本需

要进行了量化界定，并核算了中国满足体面生活水平需要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樊杰等［２］ 对生存型、发展型

和奢侈型消费相应的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并倡导进一步对三种碳排放的阈值进行评估；刘莉娜等［３］ 将居民生

活碳排放分为基本碳排放和发展碳排放两部分；王琴等［４］、刘荣霞等［５］均对生存碳排放进行了评价。 以上研

究均关注到了不同需求层次碳排放及其减排责任的差异性，为碳减排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生产领域减排空间逐渐收窄以及人口城镇化质量水平逐步提高［６］，现代生活方式引发的居民消费

隐含碳排放远高于直接碳排放，且呈增加趋势，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７］。 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概念来源于

隐含能源需求［８］，指居民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产生的碳排放，包括生产、最终分解等过程中

产生的碳排放［９］。 学者从不同研究尺度、视角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形成过程与机理进行了分析，如对日

本［１０］、希腊［１１］、美国［１２］ 等居民隐含碳排放的研究，对中国城乡隐含碳排放［１３⁃１４］，不同区域［１５⁃１６］、不同省

份［１７⁃１９］以及市域尺度［２０⁃２１］隐含碳排放的研究。 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以下 ３ 点：①消费品生命周期

法［２２⁃２３］、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２４⁃２５］、投入产出方法［３，９，１７，２６］是隐含碳排放测算的主要方法，其中投入产出方法

应用更为广泛；②在核算隐含碳排放的基础上，对隐含碳排放特征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对隐含碳排放数量、结
构及趋势特征的研究［２７⁃２８］、比较不同系统［８，２９］、不同收入水平下隐含碳排放的变化［１７，２４，３０］、探讨城镇化与隐

含碳排放的关系等［１８，３１］；③运用多元逐步回归［１０］、分位数回归与 Ｓｈａｐｌｅｙ 值分解法［３２］、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３３］、空
间面板模型［２１］、指数分解［３４⁃３６］、结构分解方法［１５，２３，３７］等方法研究家庭及社会属性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以上研究为探索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提供了一定的支撑，但未将隐含碳排放落实到不同消费需求层次

上。 鉴于此，本文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进行界定，并对其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对满足

人的基本需要的同时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启示，对深入研究居民生活方式转变对碳排放的影响、实现从

“弱可持续消费”到“强可持续消费”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从而促进人类、自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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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念、数据与方法

１．１　 不同需求层次隐含碳排放概念

图 １　 中国省域城镇居民不同需求层次隐含碳排放清单框架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体现在消费层次的变化

上。 恩格斯根据消费目的差异对消费资料的概括抓住

了社会需求逐层递升的本质，将消费资料分为生存资

料、发展资料、享受资料，因此本文将与之相对应的城镇

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划分为三类（图 １）：
（１）生存型隐含碳排放。 即为维持生存、延续生命

所必须的物质和劳务消费，是满足较低层次需要的消

费，主要包括衣食住三类，由其引发的隐含碳排放即为

生存型隐含碳排放。
（２）发展型隐含碳排放。 是人们为了寻求更好、更

高的发展而产生的消费需求，主要包括文教娱乐用品及

服务、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消费，最典型的是教育消费和健康消费，由其引发的隐含碳排放即为发展型隐含碳

排放。
（３）奢侈型隐含碳排放。 即对享受资料的消费，指人们为进一步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消费，主要

包括其他商品及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由其引发的隐含碳排放即为奢侈型隐含碳排放。
１．２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采用包含时序和截面二维信息的面板数据，范围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３０ 个省区（除港澳台、西藏

外）。 其中，能源数据及居民人均消费数据来自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各省统计年鉴，投入产出数据来自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影响因素数据来自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新中国 ６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

为了衡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输入性影响或压力，Ｅｒｌｉｃｈ 等［３８］将人口、财富、技术与环境压力纳入到数学模

型中，提出经典的 ＩＰＡＴ 模型，也称环境压力控制模型，其公式为 Ｉ ＝ ＰＡＴ ，其中 Ｉ 为环境压力，Ｐ 为人口数量，Ａ
为富裕度，Ｔ 为支持富裕水平的特定技术。 为了更加全面的分析人类活动对经济的影响，Ｄｉｅｔｚ 和 Ｒｏｓａ 等［３９］

将 ＩＰＡＴ 拓展为随机模式，即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该模型可以选取不同的表征人口、经济、技术三方面的指标进行

验证。 在 ＩＰＡＴ 理论的分析框架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财富、人口、技术三个方面选取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

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其中，财富因素以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即产业结构（ＳＴＲ）、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和居民

消费因素即人均可支配收入（ＤＩ）、恩格尔系数（Ｅｎｇｅｌ）表征，人口因素以城镇化率（ＵＲ）、城镇人口规模（Ｐ）表
征，技术因素以能源强度（ＥＩ）表征。 具体如下：

（１）产业结构（ＳＴＲ）。 多数学者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对居民隐含碳排放有重要的影响，通常

采用第二产业的比重或第三产值的比重表示。 如史琴琴等［２１］ 采用第二产业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并认为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减少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重要因素；Ｗａｎｇ 等［１３］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值对城镇

居民隐含碳排放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刘晓红等［４０］ 认为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会减少隐含碳排放。 由于数据的

可得性，本文中产业结构用城镇单位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劳动报酬的比值

表示。
（２）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刘晓红等［４０］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弹性系数为负值，即我国经济的发展会

降低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量；杜威［４１］发现经济水平因素随时间增长显著上升，反映出经济水平的发展是城镇

居民生活隐含碳排放的主导因素。 由于省域城镇地区的经济数据获取较难，参考相关文献的处理方法［４２］，将
各省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换算成 ２００２ 年价格后相加得到的 ＧＤＰ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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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均可支配收入（ＤＩ）：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可用来度量居民日常消费能力的强弱。 Ｗａｎｇ 等［１３］ 发

现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为正但较小；史琴琴等［２１］ 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可以

显著地促进城镇居民隐含碳排放的增加。 本文采取各省的物价指数将人均可支配收入换算为 ２００２ 年的

价格。
（４）恩格尔系数（Ｅｎｇｅｌ）：恩格尔系数可用来表征居民的消费结构。 Ｗａｎｇ 等［１３］、史琴琴等［２１］均发现恩格

尔系数的降低会引起中国城镇居民隐含碳排放的增加。
（５）城镇化率（ＵＲ）。 城镇化率可用来表征人口的城乡分布结构情况。 杜威［４１］发现城镇化的发展对城镇

居民生活隐含碳减排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 Ｙｕａｎ 等［１５］、姚亮等［３７］、范玲等［４３］发现城市化水平提高是推动居

民消费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正向力量。
（６）城镇人口规模（Ｐ）：多数学者研究发现人口规模的增大会拉动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但其规律存在差

异。 Ｚｈｕ 等［２６］、丰霞等［３５］研究发现人口增加对隐含碳排放的增长具有较小的拉动作用；王会娟等［４４］ 发现人

口规模的正向效应具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范玲等［４３］ 发现人口规模的扩大对居民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增

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
（７）能源强度（ＥＩ）：能源强度为能源消费量与经济的比值，常用来表示技术的发展水平。 Ｗａｎｇ 等［１３］、

Ｚｈｕ 等［２６］发现能源强度的降低能够有效降低城镇居民隐含碳排放。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投入产出法

Ｅ ｊ ＝ Ｄ ｊ × （ Ｉ － Ａｉｊ）
－１ （１）

Ｃｋ ＝ Ｅｋ × Ｆｋ （２）
式中，Ｅ ｊ、Ｄ ｊ分别为投入产出表中 ｊ 部门的隐含碳排放强度（ｔ ／元）和直接碳排放强度（ｔ ／元），（ Ｉ－Ａ） －１为列昂惕

夫逆矩阵，其中 Ａｉｊ为直接能源消耗系数矩阵，Ｉ 为与 Ａ 同阶的单位矩阵。 式（２）中，Ｃｋ为城镇居民 ｋ 消费类型

人均隐含碳排放（ｔ），ｋ＝ １，２，３……８，Ｅｋ为式（１）中 Ｅ ｊ城镇居民八大消费类型与投入产出表中相关产业部门关

联归并得到的 ｋ 消费类型的隐含碳排放强度（ｔ ／元），二者的对应关系及具体步骤参考相关文献［３９］，Ｆｋ为城镇

居民人均 ｋ 消费类型的消费金额（元）。
根据前文对需求层次概念的界定，将属于同一需求层次消费类型的人均隐含碳排放相加即得到该需求层

次的人均隐含碳排放。 由于投入产出表只在逢 ２、７ 年份编制，最新数据为 ２０１２ 年，因此本文以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计算各省份城镇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为了得到连续年份的各需求层次上人

均隐含碳排放，假设隐含碳排放强度 ３ 年或几年内不变［３１，４５］，根据就近原则，对其他年份各需求层次人均隐

含碳排放进行插补。
１．３．２　 空间自相关

采用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对不同需求层次上的人均隐含碳排放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Ｉ ＝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ｙｉ － ｙ）（ｙ ｊ － ｙ）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３）

式中 Ｉ 为全局莫兰指数，ｎ 为研究单元数，ｙｉ和 ｙ ｊ分别为 ｉ 省和 ｊ 省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ｙ 为所有省

区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平均值，Ｗｉｊ为设置的空间权重矩阵。 空间权重可依据地理空间、社会经济

两种关系来构建，依据社会经济关系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具有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风险，在依据地理空间关系

构建的权重类型中，由于各省面积、经济、人口等差别较大，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和 Ｋ⁃ｎｅａｒｅｓｔ 权重构建矩阵准则缺乏适用

性，因此选择 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准则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更适合，本文选取简单的二进制邻接 Ｒｏｏｋ 矩阵。
１．３．３　 空间面板模型

空间面板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 Ｍｏｄｅｌ，简称 ＳＬＭ）、空间误差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ｒｒｏｒ Ｍｏｄｅｌ，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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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以及空间杜宾模型（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简称 ＳＤＭ）。 ＳＬＭ 和 ＳＥＭ 是 ＳＤＭ 的特殊形式。 ＳＤＭ 同时考

虑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相关性，是 ＳＬＭ 和 ＳＥＭ 的组合扩展形式。

ｙｉｔ ＝ δ∑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ｙ ｊｔ ＋ βｘｉｔ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ｉｊｔγ ＋ εｉｔ，εｉｔ ～ ｉ．ｉ．ｄ（０，δ２） （４）

式中，ｙｉｔ和 ｙ ｊｔ分别表示 ｉ 省和 ｊ 省在 ｔ 年的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ｘｉｔ表示第 ｉ 个省区第 ｔ 年的影响因素；
ｗ 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 Ｗ 中的元素；δ 是空间自回归系数；β 表示解释变量的系数；γ 表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的系

数；εｉｔ为误差项。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空间格局演变

本文采用四分位数分别将 ３ 个年份各省区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量划分为四等份，为了使不同年

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选取 ３ 个年份每种类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四分位数作为等级划分依据进行时空演变分

析。 需要指出的是，在下文分析中东西南北地区的确定是根据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根据人口分界线

（胡焕庸线）来划分东西，碳排放水平高低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四分位数的分类，将介于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

排放量最低区间的省区归为低值区，将介于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量最高区间的省区归为高值区。 文中

最小的隐含碳排放区间为第四梯队，最大的碳排放区间为第一梯队，其余的依次为第二、三梯队。

图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中国省域城镇居民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空间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１．１　 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

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水平较高且呈上升趋势，空间差异在缩小（图 ２）。
①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量逐渐增加。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平均值分别为

１．５１ｔ、１．７２ｔ、１．７８ｔ，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６８％。 这可能是由于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促使了生存型人均消费水

平的提高。
②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空间分布不均，北高南低。 ２００２ 年排放量低的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北

部地区的排放量较高；２００７ 年高碳排放区呈分散特征，但仍主要分布于北部地区，东部地区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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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排放量整体呈现较高水平，多数省份介于 １．９６ｔ—５．６９ｔ，在空间上呈“Ｖ”字型，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更

加明显。
③多数省份排放水平呈现正向变化，但空间差异逐渐减小。 吉林、宁夏、山西、陕西碳排放水平一直很高，

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落后造成的；甘肃、云南始终稳

定在第二梯队，重庆为第三梯队；多数省份排放量上升势头较强，其中安徽、河北、江苏、辽宁、青海、新疆由相

对低的水平上升为第一梯队，北京、山东、浙江由第四梯队上升为第二梯队，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快速

发展导致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存型消费内容日趋丰富、消费量逐渐增大，从而导致其显著增加。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排放量的省际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６０、０．５９、０．４２，说明空间差异逐渐缩小。
２．１．２　 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

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增长较快，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北部地区（图 ３）。
①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水平较生存型低，但也呈增加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平均值分别为 ０．８６ｔ、１．０３ｔ、１．３３ｔ，年均增长率高达 ４．４％，远高于生存型，这可能是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的消费观不再局限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也不盲目追求舒适、享受的奢侈型生活，
而是逐渐地将增强自身能力、考虑人长远发展的发展型消费摆在重要位置。

②北部地区始终是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高值区，其中吉林、山西、宁夏 ３ 省作为“高值”区的稳定度

较高，始终居于第一梯队。
③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东西差异小于南北差异。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排

放量的变异系数分别 ０．６５、０．５８、０．５０，说明省际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东西方向上的差异小于南北方向，北高

南低的空间格局未被打破。

图 ３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中国省域城镇居民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空间格局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２．１．３ 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

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水平较低，演变特征复杂（图 ４）。 ①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整体水平较低，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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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仅次于发展型。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排放量平均值分别为 ０．２４ｔ、０．２７ｔ、０．３５ｔ，年均增长率为 ３．８％。
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对进一步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从而引起奢侈型人均隐含碳

排放快速上升。
②排放量的低值区与高值区的数量具有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征。 高值区主要位于北部地区，空间范围向北

部集中的趋势逐渐增强，省区数量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５ 个增加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２ 个，其中内蒙古、宁夏、山西、贵州可能

是因为其技术水平有限导致隐含碳强度较高，为高值稳定区，低值区主要分布于南部及东部地区，省份数量由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２ 个减少为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个，这可能是因为南部地区技术虽较先进，但奢侈型消费水平不仅高且增

加快，导致其水平显著上升。
③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空间差异显著但不稳定。 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 年排放量的省际的变异系数

分别 ０．６１、０．４６、０．５１，说明其省际空间差异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Ｖ”型变化趋势。

图 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中国省域城镇居民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空间格局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综上分析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碳排放，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来看，均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高值区均趋

向于在北部地区分布，南部地区相对较低。 这主要是因为隐含碳排放不同于直接碳排放，其不仅与社会经济

的发展、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内容相关，也与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多个方面有直接关系，包括产品

与服务的生产、运输、分配、消费与处理等多个环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必然

呈现增加趋势，而北部地区由于其交通、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其在各个环节的效率较南方低，因此北部地区居

民需付出更高的隐含碳成本，形成高值区。
２．２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驱动机制分析

２．２．１　 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

在现实中，相邻区域由于存在地理空间效应，区域间会存在资源与信息等的流动和交换，因此区域间隐含

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会被加剧，这就意味着隐含碳排放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从上述分析可知，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在空间上呈现同类型连片分布的特征，进一步表明相邻省区的隐含碳排放在空

间上可能存在关联。 对空间关联的测度是空间聚类分析的核心，本文采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技术全局莫兰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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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空间关联性，并采用标准化统计量 Ｚ 进行显著性检验，从而探究城镇居

民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在空间上的互动关联特征。
借助 Ｇｅｏｄａ 软件计算出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从表 １ 可知，不

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均为正，且多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

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并非呈随机状态，具有正相关关系，即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

上呈集聚分布，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 可见，空间相关性因素强烈影响着中国 ３０ 省区不同需求层次人均

隐含碳排放空间格局的变迁，因此在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驱动机制的研究中不能忽视空间因素，
应在考虑空间自相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研究。

表 １　 中国省域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城镇居民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２

类型 Ｔｙｐｅ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生存型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Ｉ ０．１６５ ０．１６２ ０．１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２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６ ０．１１５ ０．２２５ ０．２０３

Ｐ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５

发展型 Ｉ ０．２５７ ０．２５４ ０．２３３ 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９ ０．１０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５９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７ ０．２７４ ０．３１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４

奢侈型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Ｉ ０．２９７ ０．２４５ ０．２７８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５ ０．１２３ ０．１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５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８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５

　 　 表中 Ｉ 为全局莫兰指数，Ｐ 为全局莫兰指数标准化统计量检验的伴随概率

２．２．２　 共线性检验

为避免在回归时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对所选取的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如表 ２ 所示，各影响因子

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最大值为 ６．１，均值为 ２．７１，均小于 １０，说明各影响因子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可以用

所选变量来阐述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影响。

表 ２　 多重共线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ｕｌｔｉ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ｔｅｓ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ＥＩ ｌｎＰ ｌｎＥｎｇｅｌ ｌｎＵＲ ｌｎＤＩ ｌｎＳＴＲ 平均方差膨胀因子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ＩＦ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 ６．１ ３．３３ ２．６ １．９４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３２ ２．７１

１ ／ 方差膨胀因子 １ ／ ＶＩＦ ０．１６３９ ０．３００４ ０．３８４６ ０．５１６３ ０．５３７８ ０．５３８２ ０．７５６２

　 　 表中 ＶＩＦ 为方差膨胀因子

２．２．３　 模型判断及分析

本文采用空间面板方法进行模型估计（表 ３）。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估计模型的确定：从对各面

板回归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的检验来看，生存层面的 ＬＭｌａｇ、ＬＭｅｒｒｏｒ 通过显著性检验，发展型的 Ｒ⁃ＬＭｌａｇ、
ＬＭｅｒｒｏｒ、Ｒ⁃ＬＭｅｒｒｏｒ 通过显著性检验，奢侈型的 ＬＭｌａｇ、ＬＭｅｒｒｏｒ、Ｒ⁃ＬＭｅｒｒｏｒ 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 ３ 个估计

模型的残差存在空间自相关性，ＳＬＭ 和 ＳＥＭ 均优于无空间交互效应的传统面板数据模型，但选择采用 ＳＬＭ
还是 ＳＥＭ 时，还需考虑 ＳＤＭ 的结果。

３ 个 ＳＤＭ 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在 １％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应将固定效应看做随机形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ＬＲ）检验显示，３ 个面板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均显著拒绝原假设，所以均应采用时间固定效应；Ｗａｌｄ 检

验显示，３ 个 ＳＤＭ 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说明 ＳＤＭ 不能转化为 ＳＬＭ 和 ＳＥ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择

纳入时间固定效应的 ＳＤＭ 来阐释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驱动机制。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与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检验结果一致，进一步

说明了模型选择的科学性。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纳入了空间滞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自变量系数的点估计

值除了包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外，还包含有“反馈效应”，为了得出各自变量的直接影响及对空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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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效应进行深入剖析，需采用偏微分方程来计算自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４６］（表 ４）。

表 ３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面板回归和 ＳＤＭ（点估计）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面板回归模型 Ｐａｎ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生存型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发展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奢侈型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空间杜宾模型 ＳＤＭ

生存型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发展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奢侈型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ｌｎＥＩ ０．５２７０∗∗∗ ０．５５７９∗∗∗ ０．６７８４∗∗∗ ｌｎＥＩ ０．５５８３∗∗∗ ０．７００８∗∗∗ ０．７２２６∗∗∗

ｌｎＳＴＲ ０．１９７４ ０．４６１０∗∗ ０．４５５８∗∗∗ ｌｎＳＴＲ －０．０１３８ ０．３２８４∗ ０．７４２７∗∗∗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５８７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３１５ －０．００８５

ｌｎＥｎｇｅｌ －０．３５６５ －１．２３１８∗∗∗ －０．６２６３∗ ｌｎＥｎｇｅｌ ０．２５２４∗∗ －０．５５５５∗ －０．４８８６∗

ｌｎＤＩ ０．０５７ ０．３４３３∗∗∗ ０．５５０５∗∗∗ ｌｎＤＩ －０．１１１８∗ ０．２４９５∗ ０．０８３

ｌｎＵＲ ０．２３８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２１６６∗∗ ｌｎＵＲ ０．１７４７∗ ０．０４２２ ０．０６０４

ｌｎＰ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２２２∗∗ ｌｎＰ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５４６∗

ＷｌｎＥＩ ０．２９０２ ０．０４１３６ －０．０２７４

ＷｌｎＳＴＲ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４７ ０．２６８４

ＷｌｎＧＤＰ ０．３３０１∗∗∗ ０．４５１５∗∗∗ ０．４８７５

ＷｌｎＥｎｇｅｌ ２．６２８７∗∗∗ ２．９５２４∗∗∗ １．２６０６∗∗∗

ＷｌｎＤＩ －１．９２６１∗∗∗ －１．９８４４∗∗∗ －１．６１８８∗∗∗

ＷｌｎＵＲ １．５９０４∗∗∗ １．２７２９０９∗∗∗ ０．６９４１∗∗∗

ＷｌｎＰ －０．１６００∗∗∗ －０．３４５２８４∗∗∗ －０．２３８８∗∗∗

ＷｌｎＣ ０．３４１９∗∗ ０．３１２９∗∗∗ ０．５２７９∗∗∗

Ｒ２ ０．２７４７ ０．３６６６ ０．４０３７ Ｒ２ ０．７１８７ ０．８１２９ ０．６６０６

ＬＭｌａｇ ８．９８７６∗∗∗ ２．２５９８ ４５．２２９６∗∗∗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ａｇ ８７．１０６８∗∗∗ ７２．６５６７∗∗∗ ５４．０８６３∗∗∗

Ｒ⁃ＬＭｌａｇ ０．５８５９ ２．７３８３∗ ０．０１８９ Ｗａｌ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ｒｒｏｒ ８４．５５５８∗∗∗ ７３．３７１３∗∗∗ ５６．１０２１∗∗∗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８．６２８５∗∗∗ ６．５８２７∗ ５８．４０５６∗∗∗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１０９．１８７６∗∗∗ ４７６．８４８３∗∗∗ １１５．３０９８∗∗∗

Ｒ⁃ＬＭｅｒｒｏｒ ０．２２６７ ６．６６１２∗ １３．１９４９∗∗∗

ＬＲ⁃Ｓｐａｔｉａｌ －１８．０６０３ －３５．４７０４ －１６３．４５０４

ＬＲ⁃ｔｉｍｅ ９６．９８５７∗∗∗ ４９．７４１０∗∗∗ １３２．３２６１∗∗∗

　 　 ∗、∗∗、∗∗∗分别表示 Ｐ＜０．１、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表 ４　 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生存型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发展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奢侈型 Ｌｕｘｕｒｉｏｕｓ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直接效应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间接效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ｎＥＩ ０．５５３４∗∗∗ ０．１６９３ ０．６９８９∗∗∗ ０．０１４４∗∗∗ ０．７２５６∗∗∗ －０．０５３

ｌｎＳＴＲ ０．０１２１ －０．４３０４ ０．３３３６ －０．５２２６ ０．７４８１∗∗∗ ０．２２３８∗∗∗

ｌｎＧＤＰ －０．０４４９ ０．２９８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４３９８∗∗∗ －０．００９９ ０．４７２４∗

ｌｎＥｎｇｅｌ ０．１５７１ ２．３０７９∗∗∗ －０．５８５０∗ ２．８８２８∗∗∗ －０．４９８６∗ １．２５０６∗∗∗

ｌｎＤＩ －０．０４２９ －１．７１３８∗∗∗ ０．２６０６∗ －１．９４４６∗∗∗ ０．０９０１ －１．５６５０∗∗∗

ｌｎＵＲ ０．１１５７∗ １．３９６７∗∗∗ ０．０２７４∗ １．２４０５∗∗∗ ０．０６０５∗ ０．６６９２∗∗∗

ｌｎＰ －０．０５９０∗ －０．１３９６∗∗ －０．０２３∗ －０．３３４９∗∗∗ －０．５４４∗ －０．２２７８∗∗∗

　 　 ∗、∗∗、∗∗∗分别表示 Ｐ＜０．１、Ｐ＜０．０５ 和 Ｐ＜０．０１

（１）技术进步是抑制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增加的关键因素。 技术进步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

含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对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也显著为正。 在直接效应中，技术进

步对奢侈型影响最大，其次为发展型和生存型，这与技术含量的需求层次分布特征相符合，由于奢侈型消费的

产品中多为新兴产品，技术含量较高，技术进步带来的减排效益与潜力都较大，因此东部地区增加技术资金投

入、大力发展低碳技术恰好满足奢侈型消费低碳化的需求，形成低奢侈型排放区。 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对

２３４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０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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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来看，生存型和奢侈型消费需求层次的技术进步更多是对本省碳排放下降的促进作用，而发展型需求层次

的技术进步对邻省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由于发展型消费的技术外溢条件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在空间上相

互输出特征更为明显、空间外溢效应更强。 未来应加大技术投资与扩散，提高绿色科技的核心创造力进而降

低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
（２）宏观经济因素对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以间接效应为主。 产业结构的变动仅对奢侈型

人均隐含碳排放有显著正向直接和间接效应。 产业结构作为“资源配置器”、能源及污染物的“控制体”，它的

转换与升级能够促进产业结构效率与水平的提高。 我国产业布局体系仍不合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尤其

北部地区的山西、辽宁、新疆、宁夏等省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劳动报酬的

比值较其他省区低，说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导致奢侈型排放水平较高。 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要

素流动与产业合作，使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具有联动特征，但只在奢侈层面上显著。 经济规模的扩大对邻省

各需求层次产生较大减排压力，且随着需求层次的上升呈现逐渐加强趋势。 这可能是因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往

往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决定消费，从而间接地引致邻省居民消费量增大，同时也说明通过发展经济来

降低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存在“门槛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加强并不能达到区域隐含碳排

放整体减排目的。 未来应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为基点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扶

持，建立以绿色 ＧＤＰ 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健全区域之间合作互助机制与利益补偿机

制，从而实现区域间相互正向促动、良性互动的同时降低碳排放。
（３）居民消费因素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作用通道存在差异。 恩格尔系数下降会引起邻省

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下降及本省发展型和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增加。 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代表居民

生活水平与质量的上升，而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往往与发展型、奢侈型消费增加相伴而生，因此恩格尔

系数的下降会导致本省发展型和奢侈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增加。 理论上讲，恩格尔系数下降会引起生存型人

均隐含碳排放下降，但从其直接效应系数来看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居民逐渐从生存型消费转向精神型消费，
娱乐、医疗等消费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重要部分，而这部分消费金额较大，使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所以恩

格尔系数在此失灵，其下降并没有引发本省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下降。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会引发本省

发展型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增加，但会抑制邻省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增加。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发展型

人均隐含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为 ０．２６０６，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在间接效应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发展

型的负向作用高于生存型和奢侈型。 消费者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消费，邻省会以其为对比与参照目标，取精

用宏，尤其是发展型这种考虑未来长远发展的消费，其对邻省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发展层

面上具有更为强烈的负向空间外溢效应。 未来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应兼顾现实与长远发展的需要，
加快居民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优化消费结构，形成绿色环保的社会氛围。

（４）人口因素对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具有正向结构效应和负向规模效应。 城镇化率的提高是

首要的增排因素，其对各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 由于农村人口迁移至城市

后，其对自身生活条件及公共服务设施条件等均提出更高要求，如河南、河北等城镇化率快速上升的省份其各

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也呈快速增加特点，因此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隐含碳减排。 城镇人口规模的扩

大对本省及邻省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均具有“减速器”作用。 这是因为城镇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张与

集聚有利于资源共享、技术方法革新与扩散，为提高城市效率奠定了基础，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促进本省及邻省

隐含碳减排。 未来应结合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特征，寻求二者的平衡点，加强对最优人口分布的研究，挖掘人口

因素的减排潜力。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结合居民的消费需求层次开展人均隐含碳排放的评估不仅有利于隐含碳排放水平的控制，也满足了发展

３３４１　 ４ 期 　 　 　 崔盼盼　 等：基于不同需求层次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时空演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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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要求，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我国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均呈现上升趋势，空间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南北差异上，高值区

均聚集在中国的北部地区，其中多数省份生存型人均隐含碳排放上升势头较强，空间差异逐渐减小，发展型和

奢侈型的高值区在省份数量上分别呈现先减后增与逐渐增加的变化趋势，而在空间差异上分别呈现逐渐减小

和先减后升的变化特征。
（２）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均为正，且多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各需求层次人均

隐含碳排放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呈集聚分布，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
（３）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数量及时空变化同时受到各影响因素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作用机

制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差异。 技术减排是降低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的重要举措，而人口规模在各

需求层次上的负向减排作用远小于正向的人口结构效应，宏观经济因素表现为增排作用，居民消费因素的作

用通道存在差异。 此外，在各需求层次上，国内生产总值、消费因素及人口因素均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因此，在
进行隐含碳减排时，应结合各影响因素作用的特征及各需求层次的特点，重视区域间的横向联动减排效应，做
好隐含碳减排的统筹协调工作。
３．２　 讨论

按需求层次进行隐含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是保证减排措施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将人均隐含碳排放分解为生

存型、发展型和奢侈型进行分析对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进步能有效抑制不同需求人均隐含碳排

放的上升，但低碳技术的经济成本往往较大，尤其是奢侈型，且低碳技术的开发与实现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耗

费，因此，只有充分挖掘各方面的减排潜力，才能推进隐含碳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 近年来，随着家庭人口模

式的变化，家庭层面的人口因素如总户数［４７］、平均家庭户规模［４７］、人口老龄化［４８］ 等对环境均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在未来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的研究中，可引入家庭层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隐含碳排放核算及其影响因素复杂，尽管本文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未来研究仍有可改进的空间。 在计算

不同需求层次人均隐含碳排放时，由于数据的限制及出于模型简化的考虑，没有考虑国际贸易的影响，将国内

与国外产品的隐含碳排放强度视为一样，未进行细致区分；由于官方发布的各省《投入产出表》的更新具有较

大的滞后性，最新的数据为 ２０１２ 年投入产出表，对模型的估计与分析的时效具有局限性，且国内区域之间的

商品和服务流通对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也较大，因此未来研究可结合进出口数据，对进出口商品与服务与国内

的商品与服务进行区分，结合最新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对居民消费隐含碳排放进行核算，扩大研究的样本，延
长研究的时间段。 此外，本文在对空间权重进行选择时，仅考虑了研究系统内单元的空间相关性以及空间上

的邻接关系，如何将社会经济关系与系统之外因素引进空间权重矩阵中，使权重矩阵更具有适用性值得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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